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杨少涵

　　摘　要：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 在这

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 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 中唐

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 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

“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

《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 “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

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

“中和”思想。 “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

强劲的助推作用。
关键词：《中庸》升格；唐宋八大家；韩柳；江右三杰；三苏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１７－０８

　 　 《中庸》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但《中
庸》原本只是《礼记》之一“篇”，后来升格为“四书”
之一“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本与历代文人的

必读书目。 这一升格过程横跨汉唐、两宋，直到元代

最终完成①。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的璀璨群星，他们的身份标签虽然主要是墨客文人，
但他们毕竟都是从科举场屋中走出来的②，亲身经

历了《中庸》升格的关键阶段。 作为这一过程的直

接参与者和亲历见证者，“唐宋八大家”对《中庸》的
关注及其影响是什么呢？ 本文对此试作勾勒。

一、“韩柳”对《中庸》的表章

“唐宋八大家”中，唐代有两人，即韩愈、柳宗

元，史称“韩柳”。 宋儒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 曾有

“唐之文人，韩柳齐名” ［１］之说。
韩愈（７６８—８２４）文集中提及《中庸》的地方不

多，比较直接的有两处。 最早也最为典型的一处出

现在《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一文。 从“省试”二字可

以看出，这是一篇科举应试之作。 唐德宗贞元八年

（７９２ 年），２５ 岁的韩愈经过四次进士考试，终于登

第。 但根据当时的科举制度，进士及第只是获得入

仕的出身资格，要想释褐当官，还要参加尚书省礼部

的博学宏词科考试。 于是韩愈就马不停蹄地参加了

当年的省试，但在复审时被驳下落选。 翌年，韩愈二

度应试。 此次省试的题目即出自《论语·雍也》孔

子说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于是韩愈作《省试颜子

不贰过论》 ［２］２２４。
这篇应试论文直接征引的论据材料主要是《中

庸》第二十一章“诚明” “明诚”、第八章颜回“择乎

中庸”。 按照这些论据，韩愈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

“无过者”，一类是“不贰过者”，并非常恰当地用《中
庸》“自诚明者” “自明诚者”与之相对应。 “无过

者 ”是“自诚明”之圣人。韩愈此文开篇曰“圣人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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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他还引用《中庸》说无

过者就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人。
“不贰过者”是“自明诚”之贤人。 “不贰过者”有

过，但其过只是与圣人相比，“差为过耳”。 不贰过

是说通过择善固执的功夫修为，不重复犯下过错。
第二处出现在《贺册尊号表》。 唐宪宗元和十

四年（８１９ 年）正月，５２ 岁的韩愈因谏佛骨事，被贬

至八千里外的岭南荒僻之地潮州。 七月，群臣向宪

宗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 宪宗

龙颜大悦，大赦天下。 逐臣韩愈亦在逢赦之列，于是

就奉表陈贺。［３－４］在贺表中，韩愈引经据典，逐字解

释尊号，歌颂宪宗功德：“体仁以长人之谓元，发而

中节之谓和，无所不通之谓圣，妙而无方之谓神，经
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先天不违之谓法

天，道济天下之谓应道。” ［２］４６０宋代的韩愈文集注

家孙汝听认为，这里的“发而中节之谓和”一句即出

自《中庸》首章［５］ 。
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

领袖，也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他在诗文中也屡屡

引用《中庸》，比如：
唐德宗贞元末年，柳宗元作《送蔡秀才下第归

觐序》，其中“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６］２６７一句，出自

《中庸》十八章。
唐顺宗于贞元二十一年八月，禅位于皇太子李

纯，是为唐宪宗，改元永贞。 礼部郎中柳宗元上奏贺

表，其中“文王遂无忧之志” ［６］３８８一句，出自《中庸》
第十四章。

唐宪宗元和六年，柳宗元在写给妻弟杨诲之的

一封信中，引用了《中庸》第二十七章“国无道，其默

足以容”一句［６］３５０。
柳宗元引用《中庸》最为典型的是《吏商》一文，

其曰：“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

者，利进而害退焉。 吾为是言，为利而为之者设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６］２４５

这里的“诚而明”“明而诚”与“或安而行之，或利而

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几乎是原文引用《中庸》第二

十、二十一章的文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有两位族人，分别叫

柳中庸、柳中行［６］１２９。 其中柳中庸还有一首七言绝

句《征人怨》入选清人蘅塘退士孙洙（１７１１—１７７８）
所编《唐诗三百首》 ［７］ 。 以“中庸”命名，柳宗元的

这位族人应该是开了先河。 北宋初期，有两个人都

曾自号“中庸子”，一个是陈充（９４４—１０１３），一个是

智圆（９７６—１０２２）。 尤其是智圆，他是佛教天台宗

山外一派的义学名僧，非常推崇《中庸》，不但自号

“中庸子”，而且还写了一篇自传《中庸子传》，用《中
庸》思想来会通佛教的“中道”义理。 陈寅恪说智圆

“以僧徒而号中庸子”，“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 ［８］ ，
钱穆也说“唐李翱以来，宋人尊《中庸》，似无先于智

圆者” ［９］ 。 但他们以“中庸”自号，已经是柳中庸之

后 ２００ 余年的事儿了。

二、“江右三杰”对《中庸》的关注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有六人，即欧阳修、曾
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 其中欧阳修、曾巩、王
安石三人同为江西乡贤，其学亦有很大的亲近性③，
人称“江右三杰”④。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

人物。 就承前来说，韩愈、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

领袖，而欧阳修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继承者。 就启后

来说，欧阳修与宋代其他五人“一门师友”：欧阳修

是曾巩、苏轼、苏辙等人的师尊，而对苏洵和王安石

在文坛和仕途上都有诸多揄扬提携。
欧阳修上承中唐古文运动平淡朴实之风，言性

论道崇尚“切于事实”。 这一风格在欧阳修早年的

应试之作《夫子罕言利命仁论》已经有所表现：
　 　 夫利、命、仁之为道也，渊深而难明，广博而

难详……《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又曰“君子

居易又俟命”……酌是而论之，则非不言也。
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为道，微而奥，
博而远，贤者诚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 愚者鲜

能及之，虽言之，弗可晓也。⑤

文中，欧阳修认为圣人之“道有机而不得秘，神
有密而不得藏，晓乎人伦，明乎耳目” ［１０］１９９２，没有

什么高深莫测之处。 但圣人也并非不言性、命，比如

《中庸》就畅言性、命，只不过“中人已上可以语上，
中人已下不可以语上”，所以罕言之而已。

宋仁宗景祐、康定年间（１０３４—１０４０），谈性之

风初兴。 欧阳修友人李诩曾著《性诠》三篇，投书请

教，并自信十足地说：“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
能夺吾言。”⑥但欧阳修认为，当时学者“好为性说，
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

之空言”，亟待纠正，于是连复二书作答。 其中第二

封信曰：
　 　 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

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

之甚详。 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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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中庸》
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明性无常，必
有以率之也……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

也。 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

也。 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

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

治……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

以为言。［１１］１１６９

在欧阳修看来，儒家圣贤与经典并非不言性，但
其言性只是为 “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

也”。 在这封书信中，他就引用了《中庸》首章“率性

之谓道”，并解释说这是 “明性无常，必有以率之

也”：学者当务之急不是空谈性之善恶，而是率性、
引导性而达到修身治人的目的。

当时学界论道，也有一种“务高言而鲜事实”之
风，欧阳修深忌之。 宋仁宗明道二年（１０３３ 年），张
棐投献诗文，“究古明道”。 欧阳修复书两通，坦陈

其非，其中《与张秀才第二书》认为，周公、孔孟等古

代圣贤所倡之道“易知而可法”，《春秋》 《尚书》等

儒家经典所载之言“易明而可行”，而当时学者往往

“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这是“乐诞之言”。
在这封信中，欧阳修对《中庸》 “道不远人” “可离非

道”等语句大加表章，因为这些话“切于事实”“甚易

知而近” ［１０］１７５９－１７６１。
当然，也正是基于这种“切于事实”的立场，欧

阳修对《中庸》的作者产生了怀疑。 司马迁《史记》
以降，“子思作《中庸》”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其初，
欧阳修亦认可这一说法，宋仁宗宝元二年 （ １０３９
年），他在写给一个秀才的一封信之开篇第一句话

即曰：“仲尼之徒子思伋记《中庸》事，列于曲台学。
欲服圆冠习矩步者，皆造次必于《中庸》。” ［１０］１７３４但

时过不久，他对此说法便产生了怀疑。 宋仁宗庆历

二年（１０４２ 年），欧阳修考试别头举人，就曾问：
　 　 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杂记，独

《中庸》出于子思。 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

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 ……孔

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 而《中庸》曰：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

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 若孔子者，可谓

学而知之者，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

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当之欤？ ……孔子亦尝

有过，故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而《中庸》
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夫尧之思虑常

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 此

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思之，犹有

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者，谁可当之欤？ 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

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

欤？ 夫孔子必学而后至，尧之思虑或失，舜、禹

必资于人，汤、孔子不能无过，此皆勉人力行不

怠，有益之言也。 《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

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 故予疑其传之谬

也。［１１］１１９３－１１９４

子思是孔子之孙，如果《中庸》是子思所作，那
么其义旨理应与孔子切于事实之风一脉相承。 但欧

阳修发现《中庸》有些句段却有违此旨，最典型的就

是《中庸》的“诚明”思想。 欧阳修的疑问就在这里：
“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 若孔

子者，可谓学而知之者，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

自诚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当之欤？”孔子一生质

实尚学，但《中庸》的“自诚明”却倡导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不学而知，在欧阳修看来，这是“虚言高论”
“无用之空言”。 所以“子思作《中庸》”，当然也就

值得怀疑了。
曾巩（１０１９—１０８３）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在

文风学养、仕途生活等方面，都曾受到后者的影响，
包括对《中庸》的论述。 曾巩亦曾以《中庸》第二十

七章“尊德性而道问学”一句策问考生［１２］７６６。 曾

巩论学亦重朴实：“古之圣人，舜禹成汤文武，未有

不学而成，而傅说、周公之辅其君，未尝不免之以

学。” ［１２］４３４对那种“摭奇以动俗”的做法不以为然，
并说“考之《中庸》，或过矣” ［１２］６５２。 宋神宗熙宁十

年（１０７７ 年），５９ 岁的曾巩作万言名篇《洪范传》，其
中论及“思曰睿”时曰：

　 　 曰“思曰睿”“睿作圣”者，盖思者所以充人

之材以至于其极。 圣者，人之极也。 孟子曰：人
之性“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材”。 不能

尽其材者，弗思耳。 盖思之于人也如此。 然而

或曰“不思而得”，何也？ 盖人有“自诚明”者，
“不思而得”、“尧舜性之”是也，所谓“诚者，天

之道也”；有“自明诚”者，“思之弗得弗措也”、
“汤武身之” 是也，所谓“思诚者，人之道也”。
然而尧舜汤武之德及其至，皆足以动容周旋中

礼，则身之者终亦不思而得之也。 尧舜性之矣，
然尧之德曰聪明文思，盖尧之所以与人同者法

也，则性之者亦未尝不思也，故曰“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 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

谓盛德之至也。［１２］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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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在这里引用了《孟子·离娄上》 “诚者，天
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而《孟子》这段文字又

见于《中庸》第二十章。 而且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处

处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与欧阳修的影子。
王安石与曾巩定交于宋仁宗庆历元年。 此后，

曾巩多次以“古今不常有”的相同荐语，向欧阳修推

举王安石［１２］２３７，２４８。 欧阳修不但对这位乡贤的才

干与人品格外推重，多次向朝廷举荐，而且对其文学

也是赞誉有加：“盛哉盛哉！ 天下文章，久不到此

矣。” ［１３］［１４］３０８不过，有进于欧、曾者是，王安石对

《中庸》的性情之论有着独到的见解⑦。 宋仁宗康

定元年（１０４０ 年），２０ 岁的王安石曾撰有《性论》一
文。 此文未见于王安石文集，仅于《圣宋文选》卷十

有收，其中第一段曰：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

也。 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
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 仲尼之言，
载于《论语》。 子思、孟轲之说，盖于《中庸》，而
明于七篇。 然而世之学者，见一圣二贤性善之

说，终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 岂非惑于语所谓

“上智下愚”之说与欤？ 噫，以一圣二贤之心而

求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 其所谓愚智不移者，
才也，非性也。 性者，五常之谓也。 才者，愚智

昏明之品也。 欲明其才品，则孔子所谓“上智

与下愚不移”之说是也。 欲明其性，则孔子所

谓“性相近习相远”、《中庸》 所谓“率性之谓

道”、孟轲所谓“人无有不善”之说是也。⑧

在王安石的这篇论文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
这个时候的王安石之性论立场，已经是孔子、子思、
孟子“一圣二贤性善之说”。 也就是说，在王安石心

目中，子思的《中庸》属于性善论的哲学文本。 庆历

四年的同名论文《性论》也继承了这一主张。 王安

石还曾著有《礼记发明》一书，可惜佚散不全，现经

学者辑佚，仅得 １１ 篇，其中解《中庸》部分文字最

多⑨。 其解《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曰：“然性果

何物也？ 曰：善而已矣。” ［１５］ 可见这也是延续了早

年性善论的立场。
不过，《性论》只是王安石早年模拟之作［１４］９０，

后来受到汉唐儒者性情之论的影响，王安石改变了

性善之说，转而在《性情》 （１０４９ 年）、《原性》 （１０５９
年）、《扬孟》（１０６１ 年）诸篇哲学论文中，阐扬“性不

可以善恶言”与“性有善有恶”之论。 但是王安石后

来的这些论文已经很少引用《中庸》了。 其中的因

由，大概是《中庸》作为性善论系统的文本，已经不

适合王安石这时的人性论立场⑩。

三、“三苏”对《中庸》的诠释

苏洵 （ １００９—１０６６） 与 其 二 子 苏 轼 （ １０３７—
１１０１）、苏辙（１０３９—１１１２）合称“三苏”。 “三苏”并
称，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也有其文风方面

的一致性。 清人袁枚即曰：“三苏之文，如出一手，
因不得判而为三。” ［１６］

宋仁宗嘉祐元年（１０５６ 年），苏洵携苏轼、苏辙

出蜀赴京备考。 到京师开封后，苏洵上书并见知于

欧阳修，却结怨于王安石，以至于传言他曾撰《辨奸

论》力诋之。 嘉祐二年春开科取士，欧阳修权知贡

举。 苏轼兄弟二人与曾巩兄弟四人同榜登第，成为

一时之奇。 其他同年及第而闻名者，既有程颢、张
载、吕大钧、朱光庭等将来的理学大家，也有章衡、王
韶、吕惠卿、邓绾等未来的权臣名相，其中很多人后

来还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 可以说，这一年

的贡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名副其实的龙虎榜。
苏洵是个纯粹的文学家，而且“其学本申、韩，

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 ［１７］ 。
因此，对于哲学性很强的儒家文献《中庸》，苏洵鲜

有措意。 其文集中所能见到与《中庸》有关的信息

约有两条：一是嘉祐五年，他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提

及《中庸》的作者子思［１８］ ；二是宋代残本《类编增广

老苏先生大全集》收有他的另一封信，其中有一句

话“方册几许鲁作鱼”。 据学者考证，这里的“方册”
来自韩愈 《与孟简尚书书》： “圣贤事业，具在方

册。” ［２］２６７［１９］清人蒋抱玄《注释评点韩昌黎文集》
曰：“册与策同……公此文作‘册’，正字。 《中庸》作
‘策’，假借字。” ［２０］ 这就是说，苏洵信中的“方册”
其实就是《中庸》第二十章“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之
“方策”。

苏轼对《中庸》之重视，在“唐宋八大家”中无出

其右者。 嘉祐六年，宋仁宗御崇政殿试苏轼等人。
苏轼进论、策各 ２５ 篇，其中前三篇就是《中庸论》。
《中庸论上》开篇第一句即曰：“甚矣，道之难明也。”
然后就以《中庸》为例，辨析“道之难明”之所在：

　 　 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

说……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
其要有三而已矣。 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以

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
是故去其虚词，而取其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
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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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乃始内之于《中庸》。 盖以为圣人之道，略见

于此矣。［２１］１４０

在这里，苏轼表达了对《中庸》的两个方面的态

度：一方面，他认可《中庸》是儒家讨论性命之学的

重要著作，并围绕“诚明”之辨对圣人之道进行了细

致入微的集中分析；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中庸》有

其不完备之处，最主要的就是有些章节“虚词蔓延”
“鄙滞而不通”“汗漫而不可考”，从而导致“圣人之

道，日以远矣” ［２１］１４０。 从这后一方面的态度中，我
们可以隐约听到欧阳修的余响。

苏轼有进于欧阳修之处，是他看到《中庸》这种

虚空汗漫的理论风格，会造成中庸之道难知难明的

现实后果。 苏轼在《中庸论下》引用了《中庸》第四

章“道之不明”一句话来印证这一点。 苏轼认为，这
一后果会给小人滥用中庸之道提供方便：“吾见中

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这显然

是对《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

也”的训解释读。 “小人之中庸”其实并非真正的中

庸之道，而是“小人贪而苟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

自便也” ［２１］１４３。 这种小人，苏轼借用《孟子》称之

为“乡原”。 苏轼对这种乡原之徒所谓的中庸之道

深恶痛绝。 所以他在所进《策略四》中说：“谓其近

于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贼’也。” ［２１］３３０乡原之举貌

似中庸，实则是德之贼，其害甚大。 而真正的中庸，
苏轼在《中庸论》中用《尚书》的“皇极”释之。 后来

的《尚书解》更加明确了这一解释：“箕子谓之皇极，
子思谓之中庸。 极则非中也，中则非极也，此昧者之

论也。 故世俗之学，以中庸为处可否之间，无过与不

及之病而已，是近于乡原也。” ［２１］２６８“皇极”是大中

至正之道，那么作为皇极的中庸，就有着严格的是非

判断标准，与不置可否的乡原行径，不可同日而语。
苏轼的《中庸论》不同于一般的解经之作，而是

依傍经典，直抒胸臆，针砭时弊，读之令人有上下通

透、酣畅淋漓之快感。 其中的守中持正之中庸思想

还成为他后来“既反对守旧派的因循守旧，又反对

王安石的激进变法”的理论基础［２２］ 。 苏轼殁后，其
弟苏辙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对此论评价甚高：“乃
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２３］２２３

苏轼以《尚书》“皇极”解释“中庸”，宽泛说来，
仍然是以儒学解《中庸》。 与乃兄不同，苏辙的做法

可以说是以佛法解《中庸》。 苏辙很早就曾受到佛

教影响，后来贬官谪居，他与佛徒的联系更加直接与

紧密［２４］ 。 宋徽宗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冬，苏辙读佛教

禅宗的《景德传灯录》，“心有所契，必手录之，置之

坐隅” ［２３］９４［２５］ 。 翌年二月，苏辙作《书传灯录后》，
以《周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解禅宗六祖惠能《坛经》 “不思善，不思恶”
一句话［２３］９８。 年末，７０ 余岁的苏辙又作《跋老子

解》，文中又以惠能这句话来解《中庸》曰：
　 　 予年四十有二，谪居筠州。 筠虽小州，而多

古禅刹，四方游僧聚焉。 有道全者，住黄蘖山，
南公之孙也。 行高而心通，喜从予游。 尝与予

谭道，予告之曰：“子所谭者，予于儒书已得之

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
“不然。 予忝闻道，儒者之所无，何苦强以诬

之？ 顾诚有之，而世莫知耳。 儒、佛之不相通，
如胡、汉之不相谙也。 子亦何由而知之？” 全

曰：“试为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孙子思，子
思之书曰《中庸》。 《中庸》之言曰：‘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 顾所从

之言异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

言，不思善，不思恶，方云是时也，孰是汝本来面

目？ 自六祖以来，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 所

谓不思善，不思恶，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 盖中

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目也。
致中和，而天地万物生于其间，此非佛法何以当

之？”全惊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后始知儒、
佛一法也。” ［２３］１０４［２６］４８２－４８３

苏辙 ４２ 岁是宋神宗元丰三年（１０８０ 年）。 此前

一年发生了震动朝野的苏轼“乌台诗案”。 苏辙因

受牵连，坐贬筠州（今江西高安）。 谪居生活难得两

耳清净，于是他就专心著书立言。 这几年竟然成为

他平生创作的高产期，诗文论著，井喷而出，《老子

解》即草成于这个时期。 跋文所记虽为 ２８ 年前故

事，但声情并茂，如在眼前，足见苏辙对谈话内容悟

之甚深。 其所悟得之中心内容即是儒佛相通、儒佛

一法，而其理据则是《坛经》“不思善，不思恶”与《中
庸》首章“中和”的互相印证关系：“不思善，不思恶”
即喜怒哀乐之未发，佛性即“中”，六度万物即“和”。
之所以说苏辙对此悟之甚深，是因为他发现这一心

得可以举一反三，普遍运用。 比如崇宁五年讫政和

二年（１１０６—１１１２ 年）间，苏辙曾作《易说》三篇。
其中第一篇以《周易》解《中庸》“中和”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何谓道？ 何谓性？ 请以子思之言明之。
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１２１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

者，性之异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 道无所不

在，其在人为性。 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

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乐，特未有以

发耳。 及其与物接，而后喜怒哀乐更出而迭用，
出而不失节者皆善也。 所谓一阴一阳者，犹曰

一喜一怒云尔，言阴阳喜怒自是出也。 散而为

天地，敛而为人。 言其散而为天地，则曰“天地

位焉，万物育焉”，言其敛而为人，则曰“成之者

性”，其实一也。 得之于心，近自四支百骸，远

至天地万物，皆吾有也。 一阴一阳，自其远者言

之耳。［２３］２２７

这里的“中者，性之异名”与《跋老子解》“中者，
佛性之异名”仅一字之差，可见两者之间的思想连

贯性。 苏辙不但用其所悟得的道理来分析佛法与

《中庸》的关系，而且也用来比较《周易》与《中庸》
的关系，亦可见其所悟之普适性。

四、“唐宋八大家”对《中庸》升格的
助推作用

　 　 在《中庸》升格的过程中，有三个标志性事件：
一是东汉郑玄为《礼记》作注。 这使得《礼记》开始

脱离其母体《仪礼》，独立行世。 二是唐初《礼记》升
格为经。 这使得《中庸》随之水涨船高，成为士人熟

读的经典。 三是《四书》成为科考教材。 这使得《中
庸》正式成为新兴的经书体系之一员［２８］１０６－１１０。

“唐宋八大家”正处于后两个标志性事件过程

中。 唐初，《礼记》被收入《五经正义》，而“三礼”之
《仪礼》与《周礼》旁落。 于是有唐一代，《礼记》一

家独大。 《五经正义》是官方确定的科考经典，其中

《礼记》更是科考出题的热门文本。 《中庸》作为《礼
记》的通论性篇目，天下士子无不熟读之。 在这种

历史背景下，中唐的韩愈、柳宗元作文引用《中庸》，
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中庸》自立门户，
从《礼记》独立出来，是在宋代完成的。 而其最重要

的一件事情就是天圣五年（１０２７ 年），宋仁宗将《中
庸》作为御书颁赐新科进士人手一册，并令宰相当

众宣读。 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件伟大创举，它不

但改变了《中庸》的历史地位，也决定着此后读书人

的阅读重点。 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与三苏不同程度

地论及《中庸》，与这件事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
同时，“唐宋八大家”因其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与

政坛上的巨大影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
反过来又会推进学界士人对《中庸》相关话题的注

意与研究。
韩愈稳坐八大家第一把交椅［２８］１０６－１１０。 他在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一文中对《中庸》的表章提倡，
对后世影响巨大。 “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万岁，
名不寂寞矣。” ［２９］读韩文的欧阳修就曾以颜子“不
迁怒，不贰过”策问进士［１０］１８５２。 宋代道学开山周

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在其哲学名著《通书》中曾盛赞

颜回“不迁怒，不贰过” ［３０］ ，而“《通书》 ‘学颜子之

所学’一语，已为当时士人所习闻” ［３１］ 。 宋仁宗嘉

祐元年，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游于太学，当时的明儒

胡瑗（９９３—１０５９）考试诸生，程颐以《中庸》的“明
诚”思想对之，从而成就了理学名篇《颜子所好何学

论》 ［３２］ ，其中心思想与韩愈《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也
多有互相发明之处。

在第一节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韩、柳关注《中
庸》有一个共同的焦点，即“诚明”问题。 作为“唐宋

八大家”头两号人物，韩、柳关心的焦点话题势必影

响深远。 韩愈的一位同科好友欧阳詹（７５５—８００）
曾经写过一篇科举应试策论《自明诚论》 ［３３］ ，从内

容上看，应该是对韩愈《颜子不贰过论》的进一步发

挥阐明。 另外，韩愈的侄女婿与学生李翱（７７２—
８４１）的《复性书》也将《中庸》“诚明”作为一个重要

概念［３４］ 。 一直到宋代，《中庸》的“诚明”思想仍然

是学界的一个中心话题。 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在科

举考试中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 ［３５］ ，陈襄

（１０１７—１０８０） 也曾撰 《诚明说》 并进献给宋神

宗［３６］ ，南宋王柏则有《诚明论》 ［３７］ 。 欧阳修、曾
巩、苏轼等也都从不同侧面论及这个话题。

王安石对北宋儒者畅谈心性之风有引领作用，
正如金代学者赵秉文（１１５９—１２３２）所说：“自王氏

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 ［３８］我们知道，在
宋明理学史与《中庸》学史上，康定元年还发生了一

件大事，这就是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 ２１ 岁的

张载虽然比王安石还年长一岁，但他当时 “喜谈

兵”，兴趣根本不在心性之学；北宋理学的另外两位

宗师程颢、程颐兄弟还是七八岁的学童。 这意味着，
宋代理学家群体的人性论体系尚未成气候，而王安

石已经自觉地专文讨论人性论问题了。
苏辙对其《老子解》自许甚高，在跋语最后说

“时人无可与语”，其兄苏轼读后也赞叹有加：“使战

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
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不意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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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奇特！” ［２３］１０５［２６］４８３但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却不

以为然。 宋孝宗乾道元年（１１６５ 年），朱熹撰成《杂
学辨》，集中攻击了苏轼《易传》、苏辙《老子解》、张
九成《中庸说》与吕希哲《大学解》。 朱熹此书共 ８９
条，《老子解》就占 １４ 条，其中第 １３ 条就是对苏辙

以佛性解“中”、以六度万行解“和”的批驳［３９］ 。
韩愈、柳宗元对《中庸》“诚明”问题的阐发所引

起的后世一系列同一话题的讨论，王安石对《中庸》
性情论的发掘对北宋人性论的引领，以及苏辙以佛

学解《中庸》在朱熹那里遇到的反弹，都显示了“唐
宋八大家”在《中庸》升格过程中的助力作用。

注释

①关于《中庸》升格的基本历程，可参见夏长朴：《论〈中庸〉兴起与宋

代儒学发展的关系》，《中国经学》第 ２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３１—１８７ 页；陈来：《〈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东
岳论丛》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４６—５５ 页；杨少涵：《佛道回流，还是经

学势然？ ———〈中庸〉升经再论》，《文史哲》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６２—
７３ 页。 ②“唐宋八大家”对科举制度多持肯定态度，当有人批评科举

制度时，他们甚至还会起而辩护。 宋娟：《古文运动、科举与“唐宋八

大家”》，《北方论丛》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第 ６２—６５ 页。 ③清代的王安石

年谱大家蔡上翔曰：“欧阳公、曾子固、王介甫，其学同出一源。”蔡上

翔：《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５３０ 页。 ④清人汪琬

曰：“在昔有宋之兴也，同时以文章名世者，世必推欧、苏、曾、王四

家。 而欧阳文忠公、曾文定公、王文公皆出于江右，于是江右之文章

衣被海内，远近莫敢望焉。 盖其名山大川，深林层壑，逶迤旁魄之气，
蓄久而不泄，然后发为人杰，如欧、曾、王三君子者是也。”汪琬：《尧
峰文钞》卷二十九《白石山房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３１５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４９５ 页。 ⑤欧阳修著，洪本健校

笺：《居士外集》卷二十五《夫子罕言利命仁论》，《欧阳修诗文集校

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９９３ 页。 洪氏笺注曰：此
文“原未系年，当为早年与应试有关之作”。 ⑥欧阳修著，洪本健校

笺：《居士集》 卷四十七《答李诩第一书》，《欧阳修诗文集校笺》
（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１６７ 页。 关于欧阳修复李诩两

书之时间，洪氏笺注曰：“至和二年诩为秘书承，且与欧相识有年，为
欧所信赖。 观本文及下篇（《答李诩第二书》），似答初识而未有深交

者，则此二书当作于至和二年前若干年。 本集置于景祐、康定作品

间，谅此即为撰著二书之时间段。”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居士集》
卷四十七《答李诩第一书》，《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中），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１６８ 页。 刘德清将此两书系于 １０４０ 年。 刘德

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１８ 页。 ⑦关于

王安石的《中庸》诠释，可参见张培高、詹石窗：《论王安石对〈中庸〉
的诠释———兼论与二程诠释的异同》，《哲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５４—６０ 页。 ⑧王安石：《王安石全集》第七册《临川先生文集佚文·
性论》，赵惠俊、侯体健整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８２７—
１８２８ 页。 此文写作时间，刘成国系于康定元年。 刘成国：《王安石年

谱长编》卷一，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８９ 页。 ⑨潘斌从南宋卫湜《礼
记集说》、元代吴澄《礼记纂言》中采辑王安石训释《礼记》６５ 条，其
中《中庸》部分 １３ 条（５１—６３）。 潘斌：《王安石佚书〈礼记发明〉辑

考》，《古代文明》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６１ 页。 熙宁元年，王安石初侍经

筵讲《礼记》，因“《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 帝王之制，人主所

宜急闻也。 于是罢《礼记》”。 朱弁：《曲洧旧闻》卷九，《全宋笔记》
第三十册，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３０１ 页。 ⑩直到宋英宗治平三

年（１０６６ 年）起草、熙宁八年完稿的《洪范传》中，王安石才又引用了

《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等文句。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

十五《洪范传》，《王安石全集》第六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１１８４ 页。 但这只是泛泛而谈，没有言及人性善恶问题。 另根据北

宋理学家杨时的记载，熙宁二年，已近知天命之年的王安石曾为宋神

宗解释《中庸》“诚明”之义。 杨时：《杨时集》卷六，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

版，第 １１３ 页。 杨时只是记载此事，王安石所解详细内容，不得而知。
关于本年科举的人才盛况，可参见曾枣庄：《文星璀璨：北宋嘉祐

二年贡举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关于苏轼的《中庸》诠
释，可参见张培高、张华英：《“性无善恶”与“穷理尽性”———苏轼的

〈中庸〉诠释解析》，《哲学动态》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６６—７２ 页；张勇：
《诚明合而道始见———论苏轼的中庸思想》，《唐都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５—１０８ 页；赵兴余《苏轼与司马光〈中庸〉诠释比较研究》第
四章，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年硕士学位论文。 据统计，苏辙赴筠及

居筠共 ５ 年时间，作诗 ２７０ 首，平均年存诗 ６７ 首，“高于一生年存诗

数将近一倍，也比苏轼同期年存诗数多将一倍”；“苏辙今存各种杂

记共三十五篇，而作于此时的竟达十二篇，占一生所作杂记的三分之

一强”。 参见曾枣庄：《三苏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１５、２１６ 页。 《易说》三篇收于《栾城第三集》卷八。 苏辙《栾城第

三集引》曰：“崇宁四年，余年六十八，编近所为文，得二十四卷，目之

《栾城后集》。 又五年，当政和元年，复收拾遗稿，以类相从，谓之《栾
城第三集》。”苏辙著，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辙集》卷六四，《三苏

全书》第十八册，语文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９４ 页。 这就是说，《栾城

第三集》“所收诗文，起崇宁五年十月，讫政和元年九月”。 李俊清：
《〈栾城集〉考》，《古籍整理研究丛刊》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１４ 页。
关于张载谒见范仲淹时的年龄，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冯从吾

《关学编》《宋元学案》作 １８ 岁，《宋史》作 ２１ 岁。 根据范仲淹任职时

间与张载出生时间推算，《宋史》所记不误。 相关讨论，参见林乐昌：
《论〈中庸〉对张载理学的特别影响》，《哲学与文化》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第 ２１ 页注 ６；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７ 页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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